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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成千上萬的美國兒童和成年人被肥胖問題所困擾。導致肥胖症的

因素被認為是多方面的，包括基因因素、社會系統和個人行為方面的

因素。此外，食物攝入和身體運動等方面的失衡也是導致肥胖症的因

素之一。對於兒童和成年人的肥胖症，新聞媒體是將其歸結於什麼原

因、又是否給出了什麼解決方案？為了了解新聞媒體如何報道不同年

齡階段肥胖症的原因和解決方案，我們對《紐約時報》1985–2011 年

關於肥胖症的報道進行了內容分析。我們發現報道成年人肥胖症的時

候，新聞媒體更傾向於指責個人不合理的行為、基因因素和生理方面

的原因、以及不健康的食物攝取方式。與之相應的是，對於如何改善

和解決成年人肥胖症，媒體報道中提出的解決方案總是強調改變生活

方式和臨床醫學和藥物治療與控制。另一方面，對於兒童的肥胖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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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不健康食品的市場營銷。因此，媒體報道指

出，應對這一問題最主要的解決方案是讓兒童難以獲得垃圾食品。研

究結果的意義也在本文文末一併指明。

關鍵詞：肥胖症、歸因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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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esity affects millions of adults and 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uses of obesity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a variety of genetic, systemic, and 

individual behavior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determine the ways in which the 

media frame the causes of obesity and whether the causes of obesity differ 

between adults and children. We conducted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coverage 

of obesity in The New York Times from 1985 to 2011.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obesity among adults was much more likely than in children to be 

attributed to individual behaviors, genetic and biological reasons, and unhealthy 

food intake. Consistent with this finding, clinical and pharmaceutical solutions, 

as well as lifestyle changes were often cited as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of 

obesity among adults. In contrast, obesity among children was predominantly 

attributed to systemic causes, such as the marketing of unhealthy foods and 

impediments to exercising at home and in school. Hence, the prescribed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of obesity in children are mainly school-relate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result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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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聞媒體中兒童與成年人肥胖症相關報道的考察

美國不僅是超級大國，同時也是全球飽受肥胖症困擾的國家之

一。自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體重超標和肥胖人口不斷增長。根據美

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的數據（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07），三分之一的美國人體重超標。美國政府希望在2010

年底之前將肥胖率控制在15%以下（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3）。不過，實際情況卻變得更加糟糕。2001年，

美國衛生局局長宣布，肥胖症已經成為一種流行病，將近18%的美國

兒童受到肥胖症的困擾（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07; Ogden et al., 2006）在美國，肥胖症已經成為可預防死亡的第二大

病因，僅次於排名第一的吸煙。美國每年因此而遭受的損失達到了
1,000億美元（Ogden et al., 2006）。

在很多不同的議題上，大眾傳媒都是個人重要的信息來源，肥胖

症也不例外。要想讓公眾了解肥胖症，媒體報道至關重要。媒體是精

英和社會組織互相競爭、 推介其立場觀點的重要平台。Lawrence

（2004）認為，多年來，用來解釋肥胖症成因的不同框架在媒體上互相

競爭。在媒體上，這些希望解釋肥胖症風險和責任的努力，可能會影

響到個人在此問題上的態度和相關公共政策的考量（Hawkins & Linvill, 

2010; Lawrence, 2004）。本文旨在考察新聞媒體如何報道肥胖症，以及

如何架構肥胖症的原因和解決方案。本文關心的另一問題是：對於兒

童和成年人的肥胖症，新聞媒體是否使用了不同的框架。為此，作者

分析了1985年到2011年，27年間《紐約時報》的相關報道，考察其新聞

報道的特點。

文獻綜述

架構肥胖症

歸因理論（attribution theory）認為，人們傾向於用內在或者外在原

因解釋個人行為。內在原因包括人們的動機、能力或者特點。外在原

因包括任務的困難程度、運氣，以及社會規則和系統的原因（Heider, 

1958; Jones & Nisbett, 1972）。在一些社會議題上，人們可以將其歸結

於系統性的原因。這樣的話，責任就在於社會機構和政治組織。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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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人們也可以把責任歸結到個人身上（Iyengar, 1991; McLeod, 

Kosicki, & McLeod, 2002）。因此，不同的歸因方式不僅會定義社會問

題，同時也指明了其解決方式（Gamson, 1992）。

跟很多其他社會健康議題類似，關於肥胖症的爭論一直集中於誰

必須對美國不斷增長的肥胖率負責。儘管導致肥胖症的原因很多，學

者們普遍的共識就是，社會環境或者說社會系統、以及個人行為是導

致肥胖症的主要原因（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07; 

Koplan, Liveman, & Kraak, 2005;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1）。基因問題超出了個人控制範圍，因此也應該屬於系統

性的因素。但是，由於其獨特的醫學方面的特點，基因的因素被普遍

歸為單獨的一類因素。個人行為框架將肥胖症歸因於個人自己的行

為，而系統性框架的視野更為寬廣，它把肥胖症的責任歸結於政府、

食品銷售商和其他的社會力量（Lawrence, 2004, p. 57）。

自從20世紀70年代肥胖症被看做是公共健康議題以來，媒體報道

一直關注三個導致肥胖症的因素：基因因素、系統原因和個人行為因

素（見Barry et al., 2011; Kim & Willis, 2007）。儘管臨床醫學和藥學研

究者認為，基因特點是導致肥胖症的原因，心理學家和社會科學研究

者則相信，系統性的和個人行為的因素才是引發肥胖症的主要因素。

更為重要的是，關於肥胖症起因的爭論影響到了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

選擇，同時也影響到如何分配有限的社會資源去解決肥胖症。大家關

心的一個問題就是：社會是否應該拿出更多的資源去支持臨床醫學和

藥物治療與控制方案，例如資助減肥藥品的科學研究和購買行為，還

是說政府資助的研究應該更多地關注社會干預項目和個人行為改變？

毫無疑問，當各種利益團體努力在公共問題上發出自己聲音之

際，媒體成為了一個社會角力場。它可以影響有關問題的公共議程和

執政者的議程（McCombs & Shaw, 1972, 1993）。媒體影響公眾意見的

其中一種方式是通過設置框架。框架設置是由大眾媒體闡釋問題時強

調某些方面，對各種事實進行取捨選擇的過程（Entman, 1993）。新聞框

架可以影響個人如何理解和解釋各種問題。Iyengar（1993）的研究表

明，媒體對個人與系統的歸因的框架設置會導致受眾把社會問題責備

於個人行為或者制度層面的因素。在各種媒介形式中，紙質媒體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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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健康議題的關注度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Andsager & Powers, 2001）。

儘管報紙宣稱其客觀平衡地報道各種議題，由於新聞資源的有限性，

媒體把關人經常就各種報道內容進行選擇，並且強調議題的某些方

面，就此進行架構（Andsager & Powers, 2001; Entman, 1993）。一則關

於肥胖症的報道可以將肥胖症的原因歸結於基因因素、社會或政治系

統的原因，或者個人行為因素。為了影響公眾輿論和公共政策，各種

利益團體經常在努力影響媒體相關問題的報道。因此，對於報紙上關

於肥胖症的原因和解決方案的報道，如果對其進行內容分析，我們就

可以了解近年來，關於肥胖症成因和解決方案的公共辯論經歷了怎樣

的變化。

成人與兒童

在關於肥胖症的框架研究文獻中，沒有在不同的年齡群體中進行

肥胖症分析的研究（Koplan, Liveman, & Kraak, 2005; Lawrence, 2004）。

以往得學者曾分析過媒體對成年人肥胖症（Kim & Willis, 2007）或是兒

童肥胖症的報道 (Barry et al., 2011）。本文將就此拓展之前的研究，分

析媒體是如何報道兒童和成年人兩個不同年齡群體的肥胖症。要想了

解兒童和成年人肥胖症的不同原因和解決方案，這樣的區分是至關重

要的。首先，對於這兩個年齡群體來說，肥胖症的標準是不一樣的。

儘管兒童和成年人的體質指數（BMI）是以同樣的方式計算的，但是，

用來解讀指數的標準卻是不同的（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07）。對於兒童來說，體質指數的解讀必須要考察其年齡

和性別的百分位數值，因為他們的身體脂肪含量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變

化，而且有著明顯的性別差異。對於相同年齡和相同性別的兒童來

說，百分位數值在95或者95之上就意味著超重。對於成年人而言，體

質指數是按照不同類別來解讀的，性別和年齡可以忽略。體質指數在
25到29.9之間的成年人就被定義為超重，30以上的數值就等於肥胖。

其次，肥胖或者超重是能量失衡的結果，也就是攝入過多卡路裡

（能量攝入）或者缺乏足夠的身體運動（能量消費）（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07）。成年人跟兒童有著不同的飲食和身體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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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方式。兒童的飲食主要出於膳食和營養目的，主要是為了確保其成

長所必須的物質。而成年人的食品消費則要滿足多種社會性的目的

（Koplan, Liveman, & Kraak, 2005）。兒童很少持續性地運動，其活動方

式是間歇性的，夾雜著很多間歇性的休息時間（Goran et al., 1999）。這

樣的能量平衡模式也決定了必須對成年人和兒童分開進行分析。

最後，對於公共政策而言，不同的原因框架會有不同的影響（Barry 

et al., 2009）。假如不健康食品在學校的可獲得性被當做導致兒童肥胖

的原因，公眾就會呼籲限制兒童在學校獲得不健康食品的途徑。除了

對於公共政策的影響，這樣的原因和解決方案無助於解決成年人的肥

胖症。因此，針對兒童和成年人，報紙會提出不同的肥胖症解決方案。

綜上所述，為了揭示在肥胖症議題上的公共討論，本研究分析了

新聞媒體如何架構兒童和成年人肥胖症的成因和解決方案。本文的研

究問題如下：

研究問題之一：總體來看，近年來，新聞媒體關於肥胖症的報道

呈現怎樣的總體趨向？

研究問題之二：有關成年人和兒童的肥胖症報道數量是否不同？

研究問題之三：在導致肥胖症的三大主要因素（基因、系統和行為

原因）中，新聞媒體把其中哪一個因素當做導致兒童肥胖症主要的因

素，哪一個當做導致成年人肥胖症的主要原因？

研究問題之四：在新聞媒體有關肥胖症的報道中，成年人和兒童

分別有著怎樣的原因框架？

研究問題之五：在新聞媒體的相關報道中，就肥胖症的對策，新

聞媒體針對成年人和兒童分別使用了怎樣的問題解決方案框架？

研究方法

研究程序和抽樣 

為了測量新聞媒體如何架構肥胖症，我們對《紐約時報》自1985年

到2011年的相關報道進行了內容分析。之所以選擇這份報紙，是因為

它是一家發行量很大的全國性報紙。此外，《紐約時報》因為其對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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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媒體甚至包括公共政策制定者的影響力而知名。之所以選擇1985年

作為起始年份，是因為肥胖症在1985年被認定為一種疾病（Brody, 

1985），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也在這一年開始在各州追蹤肥胖症的

發展趨勢（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07）。我們的內

容分析截止於2011年，這樣就在此議題上提供了最新的數據。

為了找到相關的報道，我們進入Lexis-Nexis Academic Universe數

據庫，使用「肥胖症」、「肥胖的」和「超重」作為關鍵詞，在美國新聞版

的標題和導言中進行搜索。最終，我們選定了572篇有關肥胖症和超重

的報道進行內容分析。

編碼

我們將框架定義為一種信息特徵。這種特徵代表了一種核心的組織

理念或者故事情節，可以為相關的信息提供聯繫，賦予意義（Gamson, 

1992）。例如，一則聚焦於一種特定基因的報道，將這種控制脂肪酸跟

膽固醇的合成的基因當做導致肥胖症的主要原因（Wade, 2006）。這則

報道就被編碼成基因和生物原因框架。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Barry et 

al., 2009; Koplan, Liveman, & Kraak, 2005; Lawrence, 2004），我們總結

了25個原因框架用於本文的分析。這些框架包括一個聚焦於基因和生

物因素的框架、14個跟食物攝取相關的框架，以及10個同身體運動相

關的框架（食物攝取和身體運動相關框架分類，詳見表一）。在原因框

架的基礎上，食物攝取相關的框架又被細分為4個行為框架條目和10

個系統性框架條目。與之類似，身體運動框架包括4個行為框架條目和
6個系統性原因框架條目。此外，參照Koplan, Liveman, & Kraak（2005）

提出的方法，我們將報紙提出的解決方案也分成不同類別。

本研究將報道中19歲以下的風險群體定義為兒童，19歲及19歲以

上則被當做成年人。在劃分不同年齡群體作為研究對象時，以往有關

不同年齡階段肥胖症的研究通常將青少年（12–18歲）和兒童（6–11歲）

合並為一個年齡群體（19歲以下兒童）同成年人（19歲及19歲以上）進

行比較研究（Ogden et al, 2006; Ogden, Carroll, Kit, & Flegal, 2012）。假

如報道中主要風險群體的年齡可以被準確界定，則這一群體被用做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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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對象。例如，如果報道的大部分篇幅都關注某一單一的風險群體，

此報道則被編碼為以這一群體為中心的報道（兒童中心導向或者成年人

中心導向）。

需要指出的是，一篇報道也許會包含多個框架，因為有些報道會

認定兩種或多種不同的原因或者提出多種解決方案。例如，《紐約時

報》一篇關於肥胖症的報道把紐約的肥胖問題歸咎於糟糕的飲食習慣、

缺乏運動、以及不斷蔓延的貧困（Kleinfield, 2006）。這篇報道出現了三

種不同的原因框架：跟食物攝取相關的行為因素框架、跟個人身體運

動相關的行為因素框架、以及跟食物攝取相關的系統因素框架。

從所有的文章當中，作者隨機抽取了20%的報道，用來訓練編碼者

和檢查編碼者之間的相互信度（inter-coder reliability）。兩位編碼者接受了

將近10小時的訓練，然後各自完成編碼。兩位編碼者對隨機抽取的20%

的報道的編碼呈現出很高的編碼者間相互信度水平（相互同意度從93%到
100%，在各種編碼類目中，Krippendorff’s α的範圍在0.76到0.88之間）。

研究結果

議題總體關注度

研究問題之一關注肥胖症報道的總體趨向。總體來看，在1985年

到2011年之間，《紐約時報》的肥胖症相關報道數量是平均每年25篇

（或者平均3.7%，詳見圖一）。2002年之前的大部分年份當中，與肥胖

症相關的報道數量低於平均數。第一波肥胖症報道數量大增出現在
2002年（6%）和2006年（6%）之間。相關報道數量在2007年（1.5%）和
2008年（2.7%）銳減之後，很快就在之後的三年裡出現回升（2009年
4.8%；2010年7.8%；2011年7.8%）。因此，《紐約時報》的肥胖症相關

報道呈現出一種總體上升的趨勢。

兒童和成年人的肥胖問題

研究問題之二聚焦媒體關於兒童和成年人肥胖症報道可能存在的

區別。在《紐約時報》的相關報道中，有572篇報道中的風險群體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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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確定。我們發現，在這些報道中，把成年人作為風險群體的報道

（61%）明顯多於把兒童作為風險群體的報道（39%），χ2
 = 26.02, df = 1, 

p < .001（見圖二）。

此外，2006年之前的報道更多地關注成年人。從2007年開始，

《紐約時報》的肥胖症報道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作為風險群體的兒

童。因此，儘管傳統上成年人一直是肥胖症報道的焦點，過去5年當中

的報道重心已經轉向了兒童。

基因因素、系統性原因和行為因素

在研究問題之三中，我們提出的問題是：對於導致肥胖症的三種

不同類型的原因，是否存在群體差異？總體來看，在1985年到2011年

的27年當中，當《紐約時報》的相關報道聚焦成年人的時候，報道更多

地將肥胖症歸咎於系統性的因素（44%）和行為因素（45%），基因因素

的比重明顯偏低（11%），χ2
 = 21.97, df = 2, p < .001。系統性因素和行

為因素之間並沒有顯著區別，χ2
 = 0.01, df = 1, p = .92（見圖三）。

關於兒童的報道則呈現了不同的趨向（見圖四）。學習期間的兒童

作為風險群體，其相關報道顯著地把問題更多地歸因於系統性的因素

（69%），而不是行為因素（28%）和基因的因素（3%），χ2
 = 347.19, df = 2, 

p < .001。

儘管系統性和行為性的因素在兩個群體中佔據相當比例，基因因

素框架更多地出現在成年人的肥胖症報道中（n = 72），而不是兒童肥胖

症報道中（n = 16），χ2
 = 35.64, df = 1, p < .001。

因此，成年人肥胖症報道側重於系統性和行為性因素。當兒童成

為風險群體的時候，新聞報道把系統性的因素作為最重要的原因。此

外，當基因因素被單獨考察的時候，肥胖症報道往往是關於成年人肥

胖症。

在研究問題之四中，我們希望確認關於不同風險群體，引述次數

最多的原因框架是什麼。為此，我們分析了24個原因框架。結果顯

示，針對兩個不同的風險群體，排名第一的框架並不一致。在24個框

架中，成年人肥胖症報道將肥胖症歸咎於垃圾食品消費（個人行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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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物攝取原因：13%）、缺乏運動（個人行為方面的身體運動原因框

架：12.3%），以及糟糕的營養習慣（個人行為方面的食物攝取原因：
11.1%），χ2

 = 456.12, df = 23, p < .001。

然而，在兒童作為風險群體的報道中，學校裡不健康食品的可獲

得性（系統性的食物攝取原因：15.6%）、垃圾食品的市場營銷（系統性

的食物攝取原因：9.2%）、以及缺乏運動（個人行為方面的身體運動原

因框架：7.9%）是引用次數最高的三種能量平衡框架， χ2
 = 138.88, df = 

23, p < .001。顯然，儘管缺乏運動是兒童和成年人肥胖症報道共同的

原因框架，在兒童作為風險群體的報道中，另外兩個引用次數最高的

框架是其特有的（見表一）。

解決方案

研究問題之五考察了兒童和成年人肥胖症報道中引用次數最多的

解決方案。在1985年到2011年《紐約時報》相關報道中出現的13個解

決方案框架中，兒童和成年人各有其引述次數最高的框架（見表二）。

在成年人肥胖症報道中，改變個人和家庭生活方式是出現次數最多的

解決方案（39.2%）， 排名第二的是臨床醫學和藥物治療與控制

（16.1%），χ2
 = 695.53, df = 12, p < .001。與之相對應的是，在兒童的肥

胖症報道中，垃圾食品稅（17%）和起訴垃圾食品製造商（16.3%）並列

成為排名第一的解決方案，χ2
 = 504.22, df = 12, p < .001。顯然，對於

兒童和成年人的肥胖問題，《紐約時報》提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 

結論與討論

兒童和成年人肥胖症報道的共同點 

本研究表明，2002年之後，《紐約時報》關於肥胖問題的報道數量迅

速增加。儘管在這二十多年當中，成年人肥胖症報道數量多於有關兒童

肥胖症的報道，二者之間的差距在2002年開始消失。這一趨勢表明，在

過去幾年當中，關於這兩個年齡群體的肥胖問題不斷引起人們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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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重要的是，自2002年以來，關於兒童和成年人的肥胖問題，

系統性原因框架的數量不斷增長。這體現了媒體和公眾對於一個重要

因素的關注：那就是食品工業和政府公共政策必須對兒童和成年人的

肥胖問題負責。這一點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因為美國第一起針對快餐

食品工業的官司出現在2001年（Koplan, Liveman, & Kraak, 2005）。
2002年，另一起類似的訴訟出現。訴訟人認為麥當勞餐廳利用誤導性

的廣告影響青少年，讓他們消費更多的垃圾食品，從而變得肥胖。將

肥胖症架構為系統性因素引發的問題不僅讓公眾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

重性，影響相關訴訟，同時還也影響到跟肥胖症相關的公共政策。

面對媒體和公眾的指責，快餐工業把這一紛爭帶到了美國國會。
2004年，白宮通過了被稱為「漢堡包法案」的《食品消費行為個人責任

法案》。這一法案終結了針對快餐食品公司的有關肥胖問題的訴訟。這

一法案引起了媒體的關注，同時也引發了公眾對於導致肥胖症問題各

種原因的辯論。與之相應的是，在《紐約時報》2003年到2004年的報道

中，關於系統性原因的報道數量大增。儘管公眾反對這一法案，美國

國會還是在2005年投票表決、通過議案，禁止針對快餐食品工業的肥

胖症訴訟。公眾對於這一問題的重新關注導致2005年《紐約時報》將系

統性因素當做肥胖原因的報道數量增加。

對於兒童和成年人來說，另一共同趨勢就是出現了把身體運動當

做導致肥胖症重要原因的框架。缺乏運動被認為是導致這兩個不同年

齡群體出現肥胖症的主要原因。《紐約時報》呼籲公眾改變個人和家庭

生活習慣，例如經常去體育館健身、以及儘量選擇步行而不是開車，

並且把這些當做是解決肥胖症問題的方案。

兒童和成年人肥胖症報道的不同點

除了這些相同點，我們也發現了這兩個不同年齡群體之間的一些

顯著區別。數據顯示，成年人肥胖症更多地被歸結於他們個人的原因

（例如快餐食品消費）以及基因和生理原因。因此，臨床醫學和藥物治

療與控制往往被當做解決方案。個人和家庭生活方式的變化也是報道

中經常引述的解決方案。這似乎很有諷刺意味：有獨立行為能力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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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完全有能力控制他們自己的行為，但是肥胖症卻被描繪成一種超

出成年人控制能力之外的疾病。因此，臨床醫學和藥物治療與控制成

為極具吸引力的解決方案。

兒童的肥胖問題被歸咎於系統性的因素。就兒童食物攝取來說，

這一點千真萬確。排名前三位的食物攝取框架都是系統性的因素。這

反映了公眾意識到兒童無法控制他們的食品選擇。兒童也更容易受到

環境因素的影響，例如學校裡不健康食品的可獲得性。廣告和市場營

銷活動也讓兒童無法招架。因此，排名首位的解決方案是控制垃圾食

品的可獲得性和對於食品工業的限制。這些發現具有重要的意義。跟

成年人不同，兒童很容易受到食品環境和食品政策的影響。所以，限

制不健康食品在學校的可獲得性總是被媒體作為一個重要的解決方案。

結論

總之，本研究表明，媒體對於肥胖症的關注程度不斷增長。要讓

公眾意識到肥胖症是對於公共健康的威脅，媒體的這種關注是不可或

缺的。近年來，媒體的相關報道不遺餘力地呼籲食品工業和政府政策

必須進行極大的改變。媒體也清楚地區分了兒童和成年人的肥胖問題。

儘管政府在應對肥胖症方面的努力不斷增長（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3），媒體的關注程度也不斷提高，過去
20年來，肥胖問題仍然盛行（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07）。本研究發現，近年來，對於成年人肥胖症，媒體報道聚焦於個

人行為方面的原因。而面對兒童肥胖症，媒體則強調系統性的原因。

對於公共健康問題的原因框架不僅影響對於導致這些問題的原因的分

析，同時也影響到其解決方案的選擇（Jones & Nisbett, 1972; Meyerowitz 

& Chaiken, 1987; Smith & Petty, 1996）。儘管系統性的原因也許在於食

品工業本身，並且牽涉到公共政策的考量，對於系統性原因持續增長

的強調也許會帶來一個意料之外的影響：那就是免除個人應該承擔的

責任。一種平衡的模式，也就是在報道系統性原因的同時，突出個人

應該承擔的部分責任，將有助於提醒個人注意其行為選擇的後果，同

時也有助於讓他們成為行為變化的推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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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跟其他內容分析研究一樣，受限於其描述性，因此我們無

法探討媒體框架對讀者的影響。另外我們僅分析了一份報紙對肥胖症

的報道，研究結果並不代表眾多媒體。今後的研究可以考慮採用問卷

調查和控制實驗的方法，分析關於肥胖問題的媒介接觸和個人態度及

行為意向之間的因果關係。後續研究可以繼續考察媒體如何繼續報道

兒童和成年人的肥胖症。研究者可以拓寬分析面，將電視和互聯網囊

括到分析中來。儘管如此，本研究對於肥胖症的研究有獨特貢獻。 它

是首次比較媒體如何報道兒童和成年人的肥胖症。我們發現成年人肥

胖症更多地被歸咎於個人的原因，而兒童的肥胖問題被歸咎於系統性

的因素。這是與過去的研究不同點（見Barry et al., 2011; Kim & Willis, 

2007）。我們的研究結果是初步的，因此我們很希望通過區別分析兒童

和成年人的肥胖症，它能推動其他學者對此課題的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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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圖一　《紐約時報》肥胖症相關報道數量 （1985–2011）

圖二　《紐約時報》關於兒童和成年人肥胖症報道數量 （198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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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紐約時報》成年人肥胖症相關報道中的系統性因素、個人行為因素，以及基因因素框 

            架的數量 （1985–2011）

圖四　《紐約時報》兒童肥胖症相關報道中的系統性因素、個人行為因素，以及基因因素框 

            架的數量（198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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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兒童和成年人的肥胖症歸因框架數量

框架   成年人   兒童

食物攝取——行為因素

1. 垃圾食品消費  79 (12.8%)  39(%)

2. 糟糕的營養習慣  69 (11.1%)  28(%)

3. 反復節食  23 (3.7%)   2(%)

4. 缺乏自我控制  26 (4.2%)   9(%)

食物攝取——系統性因素

1.關於食物和營養的資訊缺乏或者資訊不準確  31 (5%)  24(%)

2. 餐館和包裝食品的體積和卡路里增加  28 (4.5%)  16(%)

3. 價格低廉的非健康食品泛濫  57 (9.2%)  42(%) 

4. 快餐食品和垃圾食品的市場營銷  30 (4.8%)  50(%)

5. 健康食品和健康飲食活動缺乏支持  16 (2.6%)  20(%)

6. 食物和營養相關政策、法律和法規  11 (1.8%)  18(%)

7. 社會文化規範和模式，例如大的就是好的，在飲食行為 

    方面缺乏行為模範  38 (6.1%)  30(%)

8. 影響食物消費的社會經濟因素（例如低收入和貧困）  20 (3.2%)  25(%)

9. 食品中加入的過量的糖和鹽  18 (2.9%)  12(%)

10. 學校裡不健康食品的可獲得性   9 (1.5%)  85(%)

身體運動——行為因素

1. 缺乏運動  76 (12.3%)  43(%)

2. 觀看電視的時間太長  12 (1.9%)  22(%)

3. 使用電腦、玩遊戲和上網的時間過長   3 (0.5%)  11(%)

4. 久坐或者匆忙的生活方式  14 (2.3%)   6(%)

身體運動——系統性因素

1. 結構性障礙，例如缺乏人行道和休閒娛樂設施  23 (3.7%)  16(%)

2. 學校體育活動的減少   7 (1.1%)  21(%)

3. 大眾傳媒在缺乏運動方面的影響   2 (0.3%)   5(%)

4. 身體運動相關健康推廣項目缺乏支持  10 (1.6%)   9(%)

5. 社會經濟因素，例如低收入和參加運動所需支出   0 (0%)   5(%)

6. 有關缺乏運動的社會文化規範  17 (2.7%)   8(%)

總計 619 (100%) 546 (10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31期（2015）

64

表二　兒童和成年人肥胖症解決方案的框架數量

解决方案   成年人   兒童

資助健康教育項目  28 (6.7%)  47 (8.6%)

強制要求標明產品標籤、成分和警告標誌  15 (3.6%  11 (2.0%)

限制有害的和誤導性的廣告和市場營銷  15 (3.6%)  35 (6.4%)

限制不健康食品在社區內的可獲得性  12 (2.9%)   4 (0.7%)

限制不健康食品在學校的可獲得性   7 (1.7%)  60 (11%)

對垃圾食品徵稅   2 (0.5)  93 (17%)

法律監管  20 (4.9%)  30 (5.5%)

訴訟   7 (1.7%)  89 (16.3%)

在社區和學校的干預項目  28 (6.8%)  71 (13%)

媒體干預項目   2 (0.5%)   9 (1.6%)

改變個人和家庭生活方式 161 (39.2%)  75 (13.7%)

臨床醫學和藥物治療與控制  66 (16.1%)  10 (1.8%)

社會規範（例如行為榜樣、食物和運動的文化）  48 (11.7%)  13 (2.4%)

總計 411 (100%) 54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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